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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往“频道”的校准:媒介化时代
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的偏误与匡正

董　 浩　 骆正林

摘要:在当今的媒介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对国家、社会不断的赋权与公共

政治的崛起,公共交往在越来越便捷、普遍、常态化、多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其

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公共交往过程中组织机构与公民话语风格的偏误问题。 鉴于此,文
章立足于政治媒介化的时代背景,在公共政治视域下,借用话语理论,以我国公共政治交往

话语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为分析样本,以无责漫谈与话语独白为考察中心,探讨匡正当下公

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方法与进路。 研究认为,组织机构与公民应该积极、主动地进

行话语转换,向彼此靠近,消减组织机构话语的话语独白与公民话语的无责漫谈,加速两者

之间的话语循环与流通。 具体举措包括:话语实践效果的想象与预测、话语的技术化处理、
“中间人”的话语斡旋、话语的场域转化、话语的流通与循环、话语的破圈传播、话语的理性

规制、话语中社会意见的冶炼、话语实践智慧的提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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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公共政治作为一种“以公共性为内在属性和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的形成、巩同、发展及优先实

现为内容的具体政治形态” [1] ,历来就与交流、沟通、传播、协商等密切相关。 在传统政治时代,公共

政治的交流、沟通主要是指公民在现实的实体空间中就某些公共问题通过面对面所进行的小范围内

的沟通,如茶馆、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等;在大众媒体时代,虽然现实的实体空间依旧是公民参与公共

政治交流、讨论的主要空间,但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其逐渐开始在公共政治的交流、沟通中发挥作

用,但由于大众媒体的版面、频道等传播资源比较有限、新闻媒体的接近性与互动性较差等原因,大
众传媒在公共政治的交流、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其形式也主要是公民通过报纸的读者来

信、广播与电视的热线电话等方式间接地进行;而随着媒介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不

断发展及其对社会各主体的普遍赋权,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当代人生活、工作、学习的新空间,政治的

运行,包括政治沟通、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等,甚至是日常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受媒介的影响,以至于

一些学者将当今的政治称之为“媒体政治” “媒介化政治” 。 所谓的“媒体政治” “媒介化政治” ,即既

是指媒介在政治沟通的中介作用,又是指媒介逻辑对政治的改变与形塑。[2] 因此,在政治媒介化背景

下,公民利用现代发达的新媒体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就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媒介化公共讨论与公共交

往,就成为当下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常态。 并且随着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的不断



发展,社会的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媒介化公共交往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常态

化,媒介化公共政治交往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元。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如组织机构的话语权在持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话语

霸权、政治独白、自我指涉、单向的传播与说教、灌输式的宣传等话语风格,甚至是出现了“高级黑”
“低级红”等“自反性政治话语”现象;公民话语在技术的赋权下获得了自主言说权利的同时,也出现

了众声喧哗、情绪化发言、无责漫谈、政治扯淡,反传统与反权威的话语盛行,甚至某些时候“以沉默、
抱怨、申述的方式消极地面对政治” [3] 等话语风格;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缺乏联系与对话;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对话已经沦为仅仅是各种语音的碰撞声而已” [4] 。 与此同时,公共交往还成

为许多危机事件的策源地,比如“张小泉菜刀不能拍蒜事件” “李易峰嫖娼事件” “海天酱油事件” “李

宁新品发布事件” “河南郑州平安街社区书记刘红英因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因防疫服务错过女儿成

人礼之后引发的社会讨论”等事件的发生。
在多例新媒体作为首发媒体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组织机构的话语独白及其对公

民话语的不理解、反感,甚至是否定;也有公民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不仅可以以自己定

义的方式被看见,赋予他人可见性、做可见性的组织者和给予者[5] ,而且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监视、监
督公权力的运用,与公权力就公共问题展开协商与博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公民话语也存在着一

定的非理性交往、情绪化发言、嘲讽性发言、正话反说、借题发挥、无责漫谈问题,甚至是网络不文明

与网络暴力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在当今的媒介化时代逐渐觉醒,对于社会事务有着较大的参

与热情而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公民的智慧与中国特色

的参与式政治、协商政治的优势,过去作为一种统治技术的公共话语现在也因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成

为一种被治理的对象,并逐渐被磨炼成一种作用于自身的社会治理。[3] 正如彼得斯所言“我们时代所

面临的一些主要的‘两难之境’ (包括公共层面和个人层面) ,要么源于扭曲的交流,要么必须求助于

交流才能解决” [4] ,但交流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当信息超过某临界点之后,信息就不再能给我们带

来资讯,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6] 。 因此,在此情况下,如何比较规范地、有质量地进行公共交往、对话

就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新内容。
对此,虽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政策、管理文件与办法,如网络“大

V”的治理、饭圈的治理、网络水军的治理等;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对策,如哈贝马斯及

其拥趸们基于公共领域交往所提出的理性发言[7] ,情感主义的拥护者们对情感、情绪在公共交往过

程中作用的强调与情感政治、激情政治等概念的提出[8] 。 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公共交往过程中

的话语乱象、语言越轨、行为失范、传播失序。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政治话语风格,有哪些

典型表现,为什么会产生呢,怎么应对,等等,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继续探究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关于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研究已有很多,比如关于官方舆论场与

民间舆论场的关系、关于政治宣传话语的发展与变化、关于公民的网络交往与媒介素养等研究。 但

总的来讲,这些已有的研究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策略与方法,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要么只

是分析组织机构话语风格;要么只是分析公民话语风格;要么太过于宏观;要么太过于悲观。 因此,
一直未能从根本上理清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问题的问题之所在以及如何解决。

故鉴于此,文章将立足于政治媒介化的时代背景,在公共政治视域下,借用话语理论,以我国公

共政治交往话语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为分析样本,以无责漫谈与话语独白为考察中心,来探讨媒介化

时代我国公共政治中存在的交往话语风格偏误问题,以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以“中国经验” “中

国样本”所积累的经验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的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具体研究

内容包括: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基本内涵、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类型、匡
正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方法与进路等。 最后,文章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从话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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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思与展望未来我国公共政治交往及其对公共领域中话语交流方式的启示。

二、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概念的提炼

“话语风格偏误”概念之所以需要再提炼,主要是因为已有的这些基于理性主义的建设性视角所

提出的法律、法规、政策、办法、建议、对策,程序烦琐、素养要求高、内容枯燥或者门槛过高,而导致公

民、组织机构在现实公共生活中难以实施或者“望而却步” ;而情感主义视角所提出的许多方法虽然

很有启发性,但却缺乏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如林郁沁在从情感的角度切入,以施剑翘为父报仇后利

用公众的情感而“法外开恩”从轻处罚为例的情感主义范式,虽然在学术思想上挑战了哈贝马斯的公

共领域理论的理性主义范式,但终因其事件本身的特殊性所导致的不具有可复制性、可操作性而被

正式的政治交往实践“搁置” [9] 。
现在,更加吊诡的问题是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组织机构都认为,自己是理性发言,即使事实上是

情绪化发言、非理性发言。 这就加重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在公共交往过程中,不仅一

方理性发言,另一方非理性发言;而是一方理性的发言,另一方以貌似理性发言的面孔进行话语独白

或答非所问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冠冕堂皇的不说人话” ———面对这种情况,理性发言的一方

起初可能十分愤怒、生气,但经过长期的社会规训与反规训训练,富有实践智慧的公民们发明、创造

出许多新的应对方式:有的是利用新媒体技术将事情“搞大” ,如以“以死抗争” “悲情政治”为代表的

媒介化抗争[10] ;有的则是无责漫谈。 本文将当下公共政治交往过程中的此种话语困境称之为“话语

风格偏误” 。
公共政治交往中的“话语风格偏误” ,简言之,一方面是指公民或组织机构在公共政治交往过程

中因各自场域、圈子的不同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天然的话语区隔以及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所引发

的交往话语风格割裂、不同频现象。 正如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所言,每一个场域都有独属于这个场

域的规则、惯习,具体到话语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在公共政治交往过程中,因各种客观或主观原因

而导致公民与组织机构之间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进而引发这种类似于“鸡同鸭讲” “答非所问”现

象也就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则是指公民或组织机构有意借助语言这种“武器”及其多义性、模糊性、
暧昧性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比如在不得不讲,但又没有得到授权,不知道讲什么的情况下,话语独

白或者说“政治套话、官话” “官方辞令”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或者说“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似

是而非的话” “永远正确的废话” “不切实际的大道理说教”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或“最好的选

择” ;在不方便说或者不被允许说的情况下,在网络“漫谈”中“正话反说” “明褒暗贬” “借题发挥”等

都是公民常常采用的特殊的言说技巧。
而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组织机构与公民各自进行公共政治交往的场域、惯习、动机的不

同”的分类标准可知,“话语风格偏误”概念内涵的两个方面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分的关系。 具体

而言,两者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内涵是因组织机构场域与公民场域的风格、惯习的不同而自然形成

的、相互区隔的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话语风格及由此造成的话语区隔、理解偏差与误解;后一种内涵则

是基于组织机构与公民在不得不言说,但又不方便或不能言说以及想发表一些观点但又不能言明的

情况下而有意“发明”出来的一种话语风格。 如组织机构主要是以话语独白为主,公民则主要是以无

责漫谈为主,因此,这两种话语风格相遇之后,必然会造成人为的“话语风格偏误” 。 两者的联系在

于,因在公共政治交往过程中,组织机构、公民均有在不得不言说但又不能、不便言说的情况下运用

一定的表达技巧来“巧妙避过”或进行“弱者的抵抗”的现实需要,而话语独白、无责漫谈则分别是组

织机构、公民在各自场域中所形成的应对方法。 故“话语风格偏误”概念内涵的两个方面又均可被

“同一”统摄到“话语风格偏误”的定义之下。

·73·董浩　 等:公共交往“频道”的校准:媒介化时代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的偏误与匡正



三、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三种典型表现

一个新现象、新问题出现之后,人们对其的最初认识可能是比较感性的表象认识。 但随着与现

象、问题的不断接触,人们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入。 而在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就需

要运用一些方法,如概念化、类型化、关联思维等。 具体到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现象的研究,
也是如此。 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其进行剖析,文章将在接续上文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上,采取类型

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刻画。 这种刻画不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一个概念化过程,而是在概念的

牵引下所进行的一个在历经从具体(表象)到抽象(概念)之后,再由抽象(概念)到具体(类型界划)
的“正反合”超越过程。 这也正如库什尼尔所言,我们在从事政治语言学研究时首先需要理清在政治

话语中使用哪些语言 / 言语手段。[11] 具体而言,公共政治交往的话语风格偏误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类型。
(一)话语独白:组织机构话语风格偏误的典型表现

虽然,很多已有的研究表明,现在,随着政治理念的与时俱进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政治传播的

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政治交往的话语已开始从宣传话语逐渐过渡到政治传播话语[12] 、政治

沟通话语[13] 或从一元主导型的行政话语秩序发展到共同协商型的话语秩序,再到多元合作型的话

语秩序[14] 。 但事实上,在组织机构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宣传话语观念遗存。 不过,当下遗留下来

的宣传话语不再具有像过去基于特殊的时代、政治语境所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强大的社

会影响,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话语霸权” ,即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主体对其他政治话语体系的敌视、强
势、阻遏和干涉行为[15] ,如“文革”期间以“语录体”为核心的宣传话语对所有社会生活及其话语的全

方位统御———而是成为一种少数政治自说自话、自我演说与组织机构进行话语规避的特殊方式的话

语独白。 因此,从此意义来讲,话语独白具有两层含义。
话语独白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话语的自我指涉,即话语只是在较为狭窄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一

语境或者是并非被所有人共享,或者是稍纵即逝的,超出了那一时刻,就没什么可回味的。[16] 这种类

型的组织机构话语、政治话语,由于其强势性、单向度,极易造成政治话语的枯燥、公共对话变成政治

或组织的“独角戏” ,甚至让公民失去对政治的兴趣,将这种话语独白当作无感的社会背景,而且特别

容易成为公民及其群体中在网络自发交往中以话语的方式进行吐槽、“围攻”的对象[7] ;有时候甚至

是还会引发话语的“飞去来器效应” ,即话语自身成为自身反对、批判的对象,如“高级黑” “低级红”
等“自反性政治话语”类型的出现。

话语独白的第二层含义类似于“规避话语” 。 所谓“规避话语”是指组织机构在公共交往中规避

一些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或者没有得到授权做出回答时所使用的特殊话语实践

方式。 换言之,即“规避是指可以避免表达的语句 X 成为问题 Q 的方式” [17] 或者“设法回避对问题

进行回答的方式” [18] 。 这种话语方式虽然可以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却可能引发

新一轮的话语冲突和社会舆论[18] ,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听到的“官话” “套话” “官方辞令”等规避

话语。 具体而言,常见的规避话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回答与讨论的问题无关;二是没有

否认问题的前提;三是没有说明讨论的问题不可回答等。[19]

(二)无责漫谈:公民话语风格偏误的典型表现

所谓“无责漫谈” ,简单来讲,是指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的、不以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述说

方式。 在自说自话的漫谈中,个人或者群体的政治社会身份暂时隐匿起来,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权

威与中心,也没有必须达成共识的目的。 漫谈并不是一个主动意义上的公共话语的伤害者,只是它

所具有的无责和散漫的特质妨害了公共话语所需要的价值的有效构建。 除此之外,漫谈也会时而扮

演反霸权话语的角色,并部分地呈现出政治社会中民众的生活意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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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责漫谈话语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只是以八卦、扯淡的形式进行“漫谈” ;有的则是以小道消息,
甚至是谣言的形式进行无责传播,这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但却往往造成当下公共交往过程中

舆论场的复杂与交往秩序的混乱———“吃瓜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网络喷子” “网课爆破者”等说

的就是这类人;有的则是以无责漫谈的形式来完成自己的特殊目的,如“网络黑粉”就是这样故意搞

起一个明星的粉丝与另一明星粉丝的“网络骂战” ,以及西方在网络空间中所进行的各种“阴谋论”
与意识形态宣传;有的则是大部分内容是无责漫谈,只有一部分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或者在貌似无

责漫谈的过程中以春秋笔法、正话反说的形式,借这个话题讨论的机会进行发挥,如陈龙对中国语境

下“借题发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话语的研究[20] 等。 这种类型的无责漫谈有的类似于德

塞托意义上的“弱者的武器”或意为由抗争者在后台社会场景中的言论、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具有抵

触含义的“隐藏的文本” ,因此,总的来讲,这种以微妙的话语操演方式所进行的“软性抵抗”比较隐

晦,而且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无奈、情绪发泄或牢骚、抱怨。
(三)交流的无奈:公共交往中相互理解的困难

在话语独白与无责漫谈等两种话语风格的搅动下,我们的公共交往还表现出一种不同话语相遇

之后所制造出来的话语方式或者说话语风格偏误的后遗症:“公共交流的无奈” 或“对空言说”
( Speaking

 

into
 

the
 

air) [4] 。 交流的理想状态本来应该向“我和你”的亲密无间状态或者哈贝马斯意义

上的理性交流状态,而不是“我和他” “我和它” 的疏离状态。[21] 最差也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交流。
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组织机构的话语风格话语独白与公民的话语风格无责漫谈,两者相互理解难度

的增加,造成公共交流的无奈。
具体而言,即由话语独白与无责漫谈的碰撞所引发的这种公共交流话语偏差与误会,在网络匿

名、群体极化、社交媒体与算法等技术所带来的圈层效应和信息茧房效应下,特别容易造成各自“自

说自话”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尴尬境况。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话语偏差与误会严重阻塞了公共领

域“话语循环”与转化功能的发挥、社会共识的达成与社会整体性的政治冷漠加剧。 因此,对于话语

独白与无责漫谈及其引发的公共交流中相互之间无法有效交流、理解的无奈,亟须解决。
对此,我国各级政府与主流媒体也在积极地适应媒介化时代,主动地学习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

逻辑,调适自身,进行话语转型,尝试着通过视域融合,破除原有政治话语自我规限的“话语壁垒” ,打
造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政治交往话语。 如@ 人民日报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经过传播调适所形成的“情感

传播模式”及话语风格;“侠客岛”所形成的“信息传播模式”及话语风格[22] ;“共青团中央”为了适应

青年开创的“年轻态的话语风格” ;政务媒体采取的人格化的话语风格、“政治萌化风格” 、娱乐化的

话语传播策略等。 事实上,这些根据媒介化时代最新的发展、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最新的方法、策略,
已经为我们破解话语风格偏误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与借鉴,只是相对缺乏对其进行概括、总结而已。
理论是灰色的,而现实之树常青。 因此,为了更好地匡正媒介化时代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及

其引发的问题,文章将在借助话语理论对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剖析的基础

上,从实然层面的话语实践切入的同时,又结合应然层面的理论、逻辑工具对实然层面的话语实践探

索进行批判性分析、解读的角度,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既具有现实基础,又具有理论意义的话语应

对策略。

四、应对我国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策略

鉴于这种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产生,并不是组织机构或者公民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少

数组织机构的话语独白与公民们的无责漫谈共同引发的。 因此,应采取综合性的举措,引导组织机

构话语与公民话语两者积极、主动地相向而行,彼此靠近,进行话语转换,寻找共通的意义空间,从而

促进共识的达成。 总的来讲,具体举措可采取话语实践效果的想象与预测、话语的技术化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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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的话语斡旋、话语的场域转化、话语的流通与循环、话语的破圈传播、话语的理性规制、话语中

社会意见的冶炼、话语实践智慧的提炼等。
(一)话语实践效果的想象与预测

所谓“话语实践效果的想象与预测” ,简单来讲,是指组织机构与公民在进行公共交往过程中可

以事先对某一话语说出之后其他社会主体的反应进行想象、预测。 尤其是在诸如企业、政府部门那

样有经验的组织中,生产者以能够预测其分配、转化和消费的方式制造文本,并使各种各样的受众进

入其中,他们不仅能够预测“收件者” (那些直接收看节目的人) ,而且能够预测“收听者” (那些没有

直接收看节目,但是被假定为受众之一部分的人)和“无意中的收听者” (那些没有构成“正式的”受

众的组成部分,但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消费者的人) 。[23] 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政府“政策气球” [24] 的释

放与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试探性地、迂回式地进行话语试探、口气试探。 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想
象某一话语及以此生产的信息、政策、意见传播之后,如果公民接收后反应比较积极,则使用相关话

语;如果反对意见较为强烈,则对相关话语进行调整与重构,以适应社会的反应。
(二)话语的技术化处理

事实上,虽然组织结构与公民各有专属于自己的交往习惯与话语区隔,但这两者之间的交流、对
话并不是无法有效地进行。 只是彼此之间由于特殊的语境、彼此都缺乏耐心等原因,导致两者在就

公共问题进行公共交流中,这种话语风格偏误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些技术化的方式处理彼此间的话语问题,以减少横亘在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
消除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风格的偏误,打破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各自所包裹的坚硬的“话语铠甲” ,
促进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结构性转型,改善官民对话的话语风格与秩序。 所谓“话语的技术化处

理” ,简单来讲,是指当代特定的社会主体通过聘用以教师、访谈者、广告商和其他“守门人”及权力

持有者为代表的技术专家,使用各种可以跨越不同背景的处理技巧来对话语进行处理,以服务于特

定社会主体希望对公众达到的各种特殊效果的目的。[23] 这种话语处理技术直接来源于福柯关于权

力技术的分析,并且在语言、话语与知识、权力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联系。[23] 因此,我们可以通

过有意识地利用知识、权力等多方面的资源来设计、处理语言与话语,如平衡话语的长期效果与短期

效果、辩证地看待理性话语与情感话语的作用、综合运用话语的直接表达与迂回式表达的效果以及

自我话语与他者话语、借鉴历史话语与理论话语的启示、重组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结构、公正地分配符

号与物质资源[4] 等,进而消除组织机构与公民之间横亘着的话语风格偏误。
(三) “中间人”的话语斡旋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对话陷入僵局或“交流的无奈” 或“鸡同鸭讲,双方互不理解” 之

时,双方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通过换一种方式进行交流。 在老死不相往来与换一种方式进行交

流之间,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换一种方式进行交流。 而在多种替代性的交流方式中,通过找一个“中间

人”来充当传话筒或者斡旋、调和两者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中间人”可以是周边

有威望的人,如双方的父母或长辈等;也可以是两方都信任的人,如夫妻吵架之后,孩子充当传话筒;
具体到公共交往,也是如此。 当组织机构与公民的交流、对话陷入僵局或者因话语风格偏误而出现

“交流的无奈”时,我们可以寻找类似的“中间人”来进行斡旋、调解。 能够对公共交往的这种窘境进

行调解与斡旋的人要么是更高级别的公权力;要么是某个领域的网络意见领袖。 之所以求助于更高

级别的公权力,是因为在中国人心中存在着深厚的“越级信任”政治情节,而且政治级别越高,公民对

其的信任度越高。 因此,通过上级部门或上级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破解公共交往、对话僵局的有效方

式。 而之所以求助于网络意见领袖,是因为在技术的赋权下,某种类型的网络意见领袖或者网红拥

有很大的社会可见性与影响力。 这种可见性与影响力类似于过去“有事找媒体”所彰显出来的力量。
故求助于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网络意见领袖或网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打破公共交往僵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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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话语的场域转化

所谓“话语的场域转化” ,是指鉴于组织机构话语与公民话语本身就是不同场域、圈子产生的话

语类型:一个是“庙堂”语言,一个是“江湖”语言,两者之间天然的存在话语区隔。 因此,两者交流起

来产生话语风格偏误、相互理解起来有困难也在所难免。 但这两种话语类型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没
有交集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故为了促进这两种话语的相互转化,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具

体而言,即组织机构应在顺应媒介逻辑[25] 的基础上,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式加强政策、文件

的解读,适应媒介化时代公民阅读的方式,即碎片化阅读与读图的阅读习惯等,重视“官方文件向大

众化言语的转换” [23] ,并借助大众媒体向公众进行广泛的传播;公民应加强政治素养、媒介素养、新
闻素养,关心政治,并在熟悉政治语言的基础上学会将日常生活语言转化为政治语言、公共语言进行

理性发言、文明发言。 只有这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消除符号紊乱、意义扭曲、利益损害与价

值异化,共建并不断扩大两者共同的“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义共同体”与共识[26] ,进而营造出

一个融政治参与、政治交流、政治协商、政策制定于一体的积极、健康、向上的公共交往生态。
(五)话语的流通与循环

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组织机构话语与公民话语两者之间相互

理解的困难,阻碍了话语在公共空间中的正常流通与传播。 因此,为了匡正公共政治交往中存在的

话语风格偏误问题,应采取措施,保证话语在公共空间中的流通。 具体举措包括:第一,组织机构与

公民应努力提升自己的公共交往素养,减少话语独白与无责漫谈话语的输入与传播;第二,当代社会

应顺应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越来越由身份与差异来定义、公共话语越来越碎片化与分裂的发展趋

势[27] ,尊重组织机构与公民之间的话语差异,让公民、组织机构等社会主体能够在“观点的自由市

场”中充分地参与和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允许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能够在公共领域的话语

中设法找到他们自己利益、渴望、生活问题和忧虑的再现” [28] ,从而加强话语的流通,进而促进社会

公意的达成。
(六)话语的破圈传播

随着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圈层化特征。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各自的家庭、职业、性别、社会

地位、个人兴趣爱好等天然地具有圈层化特征,或者说像费孝通先生提炼、概括中国社会结构中人际

关系特点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一样,“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

社会关系……而是像水波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29] 。 这种圈层化的社会结构本

来在这些带有“回音室” “信息茧房” “过滤气泡”效应的新媒体技术介入到人们的社会交往之前,人
们的选择性接触与传播信息、意见并没有那么封闭、那么强烈,人们结成群体的能力也没有那么便捷

与快速,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其他信息、意见,从而不至于“偏听偏信” “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 ,但现在在这些带有“回音壁” “信息茧房”效应的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逐

渐走向圈层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可能导致偏见和群体间的冲突[30] 。 因此,亟须采取措施,破解信息

传播、话语传播的圈层化。 具体方式包括:建构开放或半开放式的网络社群;针对一些社群中的非理

性发言进行技术识别与管理;努力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新闻素养、算法素养;技术平台应坚持技术

向善,优化算法,为人们提供更加全面、健康的“信息菜单” “信息食谱”等。
(七)话语的理性规制

话语的理性规制是指我国政府、学界和公民等社会主体采取多种措施,共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

养、新闻素养,促进公民的理性发言、文明发言,从而以正确的话语治愈话语风格的偏误。 具体而言,
第一,政府应继续出台管理与规范社交媒体、网络社群的法律、法规,开展专项的网络治理行动,引导

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理性发言。 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文件,如国家互联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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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

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

理的通知》等,开展了一些专项网络治理行动,如网络清朗行动、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诈骗治理等,但
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决各种网络问题。 第二,政府应不断采取措施,如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

训、提高公民的信息解读与批判能力、加强科普宣传等方式,切实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

纲要》 《2022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等致力于提高公民媒介化生存能力的政策、文件

落到实处,进而促进公民的理性发言。
(八)话语中社会意见的冶炼

所谓的“社会意见的冶炼” ,简单来讲,是指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公民话语中,甚至是无责漫谈型的

公民话语中蕴藏的社会意见,像冶金一样对其进行冶炼,从而提取出其中的建设性价值。 具体举措

包括:一是不断建立并完善包括信访举报制度、建言献策制度、利益协商制度等在内的民意反映与吸

纳制度。 目前,比较有名的、活跃的民意吸纳平台有中国政府网的“我向总理说句话” 、人民网的“强

国论坛” 、各种信访举报制度等,但与此同时,这些平台还有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空间。 二是利用现代

以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所具有的数据汇集、分析能力,对
社会交际的动态进行全面的获知[3] ;然后,再借鉴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新闻传播

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网络民意中隐含的丰富的社会意见进行提取,并供相关政府部门参考。
对于其中的合理、建设性的成分,可以引进制度框架,并吸纳进政府的决策、行政之中,甚至是可以考

虑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于其中的不合理、不文明、非理性成分,则需要对其进行引导与规范。 这样,
通过多措并举所提炼出来的社会意见,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助推社会更好地发展、建设的重要

力量。
(九)话语实践智慧的提炼

在长期的网络交往实践过程中,我国公民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被

公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客观化”与“分类” [31] ,并将其纳入更广义的范畴与维度,逐渐养成一定的网络

交往实践理性,生成一定的网络文明交往的实践智慧。 因此,尽管公民在网络交往中还存在一定的

情绪化、非理性表达,甚至是不文明交往的现象,如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但经过公民基于自身的日

常网络生活经验而形成的极富实用性的实践智慧的调节,我国公民的网络言行越来越规范与理性。
因为经过实践形成的适当的交往行为本身就蕴含着秩序与规范。[32] 这正如卞绍斌所言,经过公民集

体不断的社会实践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实践经验、实践理性是反思、判别和限制私人偏好、特定的生活

境遇、目的取向与校正个人认识、观点的理据与根据[33] 。 换言之,即实践具有公共性,它是一种有目

的的群体活动,一个人的活动不能称为实践。 因此,实践不仅需要目的引导,而且需要规范的约

束。[34]进而言之,即公民网络交往的理性只有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被社会所认可和

践行;许多在实践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内容、方法、智慧,才能稍加调整,就可以为解决日常问题

提供方案[31] 。
总的来讲,以上这九种借助话语理论,从微观的话语操作到中观的场域、圈层转化与破壁,再到

宏观的制度规制与吸纳以及实践探索等角度与方面所提出的应对方法,虽然有助于解决媒介化时代

我国公共政治中存在的交往话语风格偏误问题,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方法、策略只是基于

话语理论所提出的应对媒介化时代我国公共政治中存在的交往话语风格偏误问题的策略,而并不是

所有应对该问题的策略。 从逻辑上来讲,应该还有很多的应对办法,只是限于特定的理论视角与我

们可接触的现实经验有限等原因,导致我们没有捕捉到而已,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 因此,为了

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未来我们还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不断从丰富多彩的公共政治交往话语

实践中去概括、总结。 相信经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与阐释,该问题一定会得到更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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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为了更好地应对当下公共政治交往过程中相互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组织

机构话语与公民话语,因各自的问题———组织机构话语的话语独白与公民话语的无责漫谈———所导

致的话语风格偏误问题、“公共交往的无奈” “自说自话”问题,组织机构与公民应积极、主动地进行

话语转换,努力向彼此靠近,消减组织机构话语的话语独白与公民话语的无责漫谈,加速两者之间的

话语循环与流通,促使双方更加理性地发言,进而实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关系的再生产与重

建,以破除公共领域之间的壁垒,完善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良性交流并保证双方良好对话的体

制机制,尤其是官方公共领域与民间公共领域的对话。 具体举措包括上文第四部分提出的话语实践

效果的想象与预测、话语的技术化处理等九大策略。
与此同时,文章通过借助话语理论,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所得出的这些应对策略,在现实层面

与理论层面还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实层面,本研究成果对我国政府的宣传与舆论引导方法的改

进、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打通、公民媒介素养与公共交往素养的提升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

鉴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的应对公共政治交往话语风格偏误的九大策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的公共领域理论在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话语交流方式、技巧方面的缺

失———如理性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领域的运行主要依靠交往理性;情感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

领域的运行除了理性,还主要依靠情感———但事实上,在公共领域的运行中,理性与情感并不是二元

对立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缠绕在一起。
尽管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或化解媒介化时代我国公共政治中存

在的交往话语风格偏误问题,但正如任何研究都会存在一定的不足与解释盲区一样,本研究也不例

外。 譬如如何应对在公共交流过程中,无论组织机构与公民各自采取什么话语方法、技巧,都无法实

现有效沟通的情况? 或者其中的一方无意达成共识,以沉默、故意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又当如

何应对? 等等。 对于这些情况,可能则需要在积极探索应对方式的同时,以一定的包容心态去应对。
因为这不仅是因为有的表达就是为了宣泄情绪,有的就是交往习惯所致,更是因为合作、共识的达成

有很多种方式,既有协同性的倡导,也有对抗性合作[26] ,而不再是现代社会盲目的固执追求[35] 。 对

于大规模的民主制度而言,对话并非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特别优先和重要的形式[4] ,除了对话模式之

外,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了的谈话、话语、非语言符号以及非互动行为、仪式行为同样重要[4] 。 而且

交流、对话实际上就像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一样,尽管交流可能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完美,其中的

一方可能沉默不语,或回答错了,或非理性回答,或顾左右而言他,但通过再次提出追问的方式,使对

方逐渐明白错在何处,对话就不再是一种无效的交流,而是一种迫使“处在交流中的个体互相认可

( mutual
 

recognition)成为可能” [4] ,并主动探索减少误会、达成共识的方法[32] 。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

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尊重少数社会话题无法协调到同一个“话语频道”上的情况的出现———
正如“整齐划一”是一种美,“姹紫嫣红”未尝不也是一种美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提高学术敏感

度,加强对所有那些阻碍我们视线的交流障碍的认知,并以“面临障碍去理解,抱着希望为融合” [4] 的

心态与思想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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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oday's
 

mediatization
 

era,with
 

the
 

continuous
 

empower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public
 

politics,public
 

communic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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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convenient,universal,normalized,and
 

diverse,but
 

at
 

the
 

same
 

time,certain
 

problems
 

have
 

al-
so

 

arisen. Among
 

them,the
 

most
 

prominent
 

issue
 

is
 

the
 

bia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civic
 

dis-
course

 

styles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is,this
 

article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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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ra
 

background
 

of
 

po-
litical

 

media,and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correct
 

the
 

style
 

bias
 

of
 

public
 

political
 

commu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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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politics,using
 

discourse
 

theory,tak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hina's
 

publ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practice
 

as
 

an
 

analysis
 

sam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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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rre-
sponsible

 

gossip
 

and
 

discourse
 

monologu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rganizations
 

and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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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
 

in
 

discourse
 

conversion,move
 

closer
 

to
 

each
 

other,reduce
 

discourse
 

monologues
 

in
 

organizational
 

dis-
course

 

and
 

irresponsible
 

gossip
 

in
 

civic
 

discours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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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urse
 

cycle
 

and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two. Specific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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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
 

and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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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practice
 

effects, technical
 

treat-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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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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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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